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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域中的人民至上观念

李维武

摘 要  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对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坚持人民至上”作出深入而准

确的理解，需要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域中进行哲学史性质的探讨。通过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百年开展，可以清楚看到人民至上观念的哲学内涵及逻辑结构：在历史观

转换中发现人民创造历史的力量，在民主观变革中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在政党观上凸

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在认识论上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

线。由此表明，人民至上观念具有强烈的历史感、深厚的学理性和历史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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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了专门阐发，其

中首要一点就是“坚持人民至上”［1］（P16），强调和凸显了人民至上观念。从一般意义上讲，世界观和方

法论属于哲学的重要内容；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核

心内容。习近平在谈到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时就明确提出，“我们要全面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P162）。因此，我们要对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坚持人民至上”作出深入

而准确的理解，就需要将人民至上观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观念，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

域中来加以考察和阐发，说明这一观念包含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理精髓，体现了马克思

主义的根本立场和本质属性，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和掌握的“看家本领”。而这种考察、阐发和说

明，实为哲学史性质的探讨，涉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百年开展中的历史观、民主观、政党观、认识论等

问题论域。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对这些问题论域的哲学史探讨，才能对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坚持

人民至上”作出深入而准确的理解。

一、在历史观转换中发现人民创造历史的力量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观念，人民至上观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时就已经强调和凸显的。正是由于唯物史观的创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复杂纷繁的社会历史运动中

发现了物质生产活动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发现了主要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民群众对历史

的推动作用。但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起源看，中国人接受唯物史观、懂得并运用人民至上观

念，却是经过中国古老的民本思想、在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换中实现的。

自商周之际开始，一些有远见的哲学家和高明的政治家已经多多少少看到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

运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从而在中国古代哲学的开展中提出了重民观念、形成了民本思想。鸦片战争

后，中国哲学发生了古今之变，实现了现代转型和传统更新。古老的民本思想尽管不具有现代性，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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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现实性和实践性，仍然在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中保持了旺盛生命力和巨大影响力，成为接引马克思主

义来到中国的思想之桥。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开始由欧洲传入中国，而帮助中国人了解

和接纳这个陌生思潮的，正是古老的民本思想。1899年，在上海教会组织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上，

连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与中国学者蔡尔康合作编译的英国社会学家企德的《大同学》（原名 Social 

Evolution），其文称：“民为邦本，古有明训。……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

思，主于资本者也。”［3］（P613-620）文中的“马客思”，是当时马克思的汉语译名；文中的“主于资本者”，指

马克思的名著《资本论》。这是马克思的名字、著述和思想第一次在中国得到介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已

从欧洲来到了中国。从这个粗浅的介绍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引起中国人的最初关

注，就在于它被视为一种“安民新学”。这表明当时的中国人正是从自己的哲学传统出发，以民本思想来

理解和接纳马克思主义的。

然而，人民至上观念毕竟不是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在其开展中，从孟子的“民贵君轻”到黄宗羲的

“天下为主君为客”，都只是在君主治国平天下的框架中考量人民的分量、权衡民众的作用，而没有从历

史原动力的意义上看到人民的决定性力量。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至上观念，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

观框架内才能呈现彰显、才能抓住本质、才能得其要领。这就要求中国人超越民本思想，实现历史观的

转换，从而在中国思想世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中国历史观的这一划时代变革，进而在这一变革中确立人民至上观念，首先是在李大钊哲学思想的

变化中实现的。李大钊是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其哲学思想转变的标志，在

于他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这一崭新的历史观，反思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寻求中国的前

途和出路，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新构想，并力图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实现这一构想。李大钊之所以

能在中国首先接受唯物史观，不仅在于受到新文化运动兴起、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

中国思想世界等时代因素的深刻影响，而且还在于他在接受唯物史观之前，就已经通过吸取、改铸中国

古老的民本思想，使之同西方近世的政治哲学、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精神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民彝史观。

1916 年，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对民彝史观作了系统阐发。李大钊指出，“民彝”一词出自

《诗·大雅·烝民》，在于“言天生众民，有形下之器，必有形上之道。道即理也，斯民之生，即本此理以为

性，趋于至善而止焉”［4］（P146）。在他看来，民彝是指在人民大众身上与生俱来就存在着一种“形上之

道”，这个“道”也就是“理”，是人民大众自身的“性”的根据，能够引导人民大众努力向上而趋于至善。

“道”“理”“性”在民彝中的统一，使人民大众的生命中自然而然地具有一种合乎道理、努力向善的本性，

这种本性能够产生冲破蔽障、照明世界的巨大历史作用。简言之，民彝也就是人心；这种人心的向背，不

是那种盲目的群体性心理变动，也不是那种受到外力强制性影响的结果，而是由每个普通之人自身内在

的善的观念和道德的准则所支配，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历史合理性的选择。

李大钊由此指出，在现时代的中国，当务之急就是根据民彝的选择，努力实现民主宪政，反对复辟君

主专制。其所以如此，就在于复辟君主专制违背了民彝，而实现民主宪政正遵循了民彝。正是民彝，为

民主宪政取代君主专制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民彝的演进和显发，必然引导民主宪政取代君主专制，这在

20世纪已成为世界历史的大趋势：“吾民对于此种政治之要求，虽云较先进国民为微弱，此种政治意识觉

醒之范围，亦较为狭小；而观于革命之风云，蓬勃飞腾之象，轩然方兴而未有艾，则此民权自由之华，实已

苞蕾于神州之陆。”［4］（P150）据此，李大钊把“民”与“君”、民主宪政与君主专制尖锐对立起来，强调：“民

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4］（P165）

李大钊的民彝史观形成后不久，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就发生了。正当许多中

国人还对此困惑不解的时候，李大钊首先从民彝史观出发来观察和理解这场革命，认定这场革命是由于

民彝的大觉醒而成就的史无前例的“庶民的胜利”［5］（P238），并由此赞扬列宁创立的布尔什维主义（Bol‐

shevism）。他写道：“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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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 Bolshevism 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

胜利！”［5］（P246）在这里，他所说的“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也就是民彝的空前

大觉醒；他所赞扬的布尔什维主义，正集中体现了民彝的大觉醒。因此，在他看来，俄国十月革命的成

功，正是这种民彝的大觉醒所取得的胜利。正是这样，民彝史观成为李大钊走向唯物史观的思想之桥，

使他超越了同时代的诸多先进中国知识分子，成为最早理解、认同和接受唯物史观的中国人。

李大钊在接受唯物史观后，对历史观的演变和变革问题作过深入思考，认为“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

是生动无已的，是含有进步性的”［6］（P229），明确提出“新史观”和“旧史观”两个概念，并把新史观与旧史

观对立起来，认为旧史观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而新史观则是唯物主义的人民史观，两者有着根本性

的不同。

对于旧史观，李大钊予以了尖锐批判，不赞成旧史观把历史的原动力归结为圣哲英雄。他说：“中国

自古昔圣哲，即习为托古之说，以目矜重：孔孟之徒，言必称尧舜；老庄之徒，言必称黄帝；墨翟之徒，言必

称大禹；许行之徒，言必称神农。此风既倡，后世逸民高歌，诗人梦想，大抵慨念黄、农、虞、夏、无怀、葛天

的黄金时代，以重寄其怀古的幽情，而退落的历史观，遂以隐中于人心。其或征诛誓诰，则称帝命；衰乱

行吟，则呼昊天；生逢不辰，遭时多故，则思王者，思英雄。而王者英雄之拯世救民，又皆为应运而生、天

亶天纵的聪明圣智，而中国哲学家的历史观，遂全为循环的、神权的、伟人的历史观所结晶。一部整个的

中国史，迄兹以前，遂全为是等史观所支配，以潜入于人心，深固而不可拔除。时至今日，循环的、退落

的、精神的、‘唯心的’历史，犹有复活反动的倾势。”［6］（P230）在这里，他指出旧史观的核心正在于“王者

英雄之拯世救民”，明确表示不认同中国哲学家和中国史学家以这种历史观来看待历史、概括历史、书写

历史，反对这种旧史观在现时代的复活。

对于新史观，李大钊则予以了旗帜鲜明的高扬，强调从中发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但是

这种对人民群众的信赖和尊重，已不再是民彝史观所主张的人民大众自身性善的存在和选择，而是从唯

物史观出发，在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和阶级斗争中，在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性

中，来加以揭示和说明。他指出：“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价值，既这样的重大，而于人生上所被的影响，又

这样的紧要，我们不可不明白他的真意义，用以得一种新人生的了解。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

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

历史，亦还是如此。现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势力，赶快联合起来，应我

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6］（P321-322）在这里，他强调新史观的意义正在于发

现了历史的真正动力在人民大众，历史发展到现在已进入人民大众争取自己当家作主的时代，人民大众

应当顺应时代的需要，赶快自觉地联合起来，以自己的努力奋斗来“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

李大钊通过新史观与旧史观的对比和转换，在唯物史观中发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从

而将人民至上观念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帜上鲜明地标示出来。这就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重视和高扬人民至上观念的传统。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这一条根本性理论作了高度概

括，提炼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7］（P1031）的经典表述；他又讲了“愚公移山”的

故事，将中国共产党比作决心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大山的“愚公”，将全国人

民大众比作帮助中国共产党挖掉这两座大山的“上帝”，向全党同志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

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

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7］（P1102）对于李大钊所进行的新史观与旧史观之间的选

择，毛泽东一直高度重视，称之为“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8］（P115）。他在晚年向全党重申

这两种历史观的分歧和对立时，将其简明地概括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8］（P115）。

这样一来，就在历史观的转换中，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确立和阐明了人民至上观念。这清楚

表明，人民至上观念是以唯物史观作为哲学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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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继承和发扬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视唯物史观、强调人民至

上的传统。对于毛泽东强调的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创造世界历史动力的思想，他予以高度重视和大力倡

导，在历史与未来之间反复重申。回顾历史，他指出：“历史反复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

的主体力量”［1］（P211）；前瞻未来，他指出：“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人民是决定性力量”［9］。他告诫中国共产党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要

忘记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道理。”［10］（P20）“只有坚持这一基本原理，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

本规律。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1］（P211）这清楚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所以强调和凸显人民至上观念，首先就立基于唯物史观对人民作为历

史动力的揭示和肯定。

二、在民主观变革中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域看，人民至上观念不仅由唯物史观作出了阐明，而且与马克思主义民

主观相联系。民主观是一种政治哲学意义上的价值观念。如果说民本思想是古已有之的，那么民主观

的兴起和盛行则是欧美资产阶级反抗并战胜封建主义的产物。在马克思主义出现后，民主观发生了革

命性变革，有了资产阶级民主观与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之分。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以唯物史观为依据，认为

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君主制度，并没有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只有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

度，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因而社会主义民主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民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

产党宣言》中就已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1］（P293）这种

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倡导和追求，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价值观念。1919年五四运动后，随着唯

物史观在中国思想世界的传播，这种民主观的变革也在中国思想世界发生了，并且首先在新文化运动发

起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陈独秀的世界观转变中典型地体现出来。

陈独秀作为反清革命斗士，本是资产阶级民主观的拥护者和倡导者；他发起新文化运动的动因，其

实在于以思想启蒙的形式，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保卫辛亥革命成果，维护已经艰难开启的中国民主道

路。因此在新文化运动之初，他首先倡导西方近代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树立起“科学”和“民主”两面

旗帜，主张以科学战胜蒙昧，以民主战胜专制。1915年，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

一文，以“人权”象征民主精神，提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

权并重”［12］（P135）。在接下来的《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上，陈独秀发表《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进一步

提出“惟民主义之国家”概念，把人民当家作主的“惟民主义之国家”作为民主精神的具体实现方式。他

说：“近世国家主义，乃民主的国家，非民奴的国家。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

以执政为公仆者也。民奴国家，伪国家也，执政之私产也，以执政为主人，以国民为奴隶者也。”［12］（P144）

这种“民主的国家”，就是“惟民主义之国家”。他由此得出结论：“若惟民主义之国家，固吾人财产身家之

所托。”［12］（P144）他所说的“惟民主义”，是对英语“Democracy”一词的汉语翻译，用带有中国传统色彩的

词语，强调民主精神即意味实现人民在国家中当家作主；他所说的“惟民主义之国家”，即所谓“真国家”，

是指欧美近世资本主义国家。在当时的陈独秀看来，这些国家是实现民主精神的样板：“英法革命以还，

惟民主义已为政治之原则。美法等共和国家无论矣，即君主国，若英吉利，若比利时，亦称主权在民，实

行共和政治。”［12］（P144）这种对“惟民主义”的倡导，使得“民主”取代了“人权”而同“科学”并列起来，这就

有了新文化运动中高扬的“科学”和“民主”两面旗帜，以及走进千家万户的“赛先生”和“德先生”。

五四运动的发生，使陈独秀再次响应时代召唤走向现实政治斗争，也使他在现实政治斗争中走向马

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李大钊一起领导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这种世界观的转

变，在陈独秀的民主观上集中地反映出来。他对民主观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实

质，指出：“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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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持政权底诡计。”［13］（P219）在资本阶级和劳动阶级尖锐对立的现时代，所谓民主只是属于资本阶级的，

而非属于劳动阶级的。正是这样，他环绕民主观问题进行了自我变革，对自己在新文化运动之初所树立

的“民主”旗帜作出了重新解释：“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莫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

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

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13］

（P49）这样一来，民主的主体就由过去的资产阶级转换为现代的无产阶级，使得新文化运动中高扬的“民

主”旗帜获得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内涵。这就在中国思想世界明确提出了用社会主义民主取代资本主

义民主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而中国共产党从创建之时起就成为实现这个目标的不懈奋斗者。

陈独秀在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工作和早期活动的主要领导人后，着重对如何用社会主义民主取代

资本主义民主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进行了思考。这些思考构成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主要内容。

陈独秀指出，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唤起人民的阶级觉悟，使他们组织成为革命阶级，以一个自

觉的阶级来行动。他为此写了一批通俗文告，向广大劳动群众讲明这个道理。1919 年 12 月，他在北京

《晨报》发表《告北京劳动界》，开篇即言：“我现在所说的劳动界，是指绝对没有财产全靠劳力吃饭的人而

言。就职业上说，是把那没有财产的木匠、泥水匠、漆匠、铁工、车夫、水夫、成衣、理发匠、邮差、印刷排字

工、佣工、听差、店铺的伙计、铁路上的茶房、小工、搬运夫，合成一个无产的劳动阶级。”［13］（P49）1921年6

月，他在上海《共产党》月刊第5号发表《告劳动》，进一步指出：“资本家阶级组织了政府国会，有了这些权

力，所以才能够压制劳动，所以才能够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劳动向来没有组织，不能团成一个阶级，所

以显不出你们的威力，所以才永远是困苦的雇工。因此可以知道，非把各地各行业的劳动组织成一个阶

级，决没有反抗组织强大的资本阶级的力量。没有反抗资本阶级的力量，决不能将资本家私有的生产工

具夺归劳动界公有。生产工具不归劳动界公有，劳动的困苦决不能免除，这就叫作阶级的觉悟。”［13］

（P285-286）他的这些文字表明，使劳动群众组织成为革命阶级，是用社会主义民主取代资本主义民主、

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必要前提。

陈独秀进而指出，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引导人民进行阶级斗争、采用革命手段取得政权。他

指出，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地放弃统治权力，让无产阶级转换成民主的主体；无产阶级必须通过阶级斗

争，夺取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力，才能使自己转换成民主的主体，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新型民主；无产阶级反

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可以采用多种的斗争形式，既可用和平方法，也可用革命手段，但是在现时代的中国

进行阶级斗争只能采用革命手段。他说：“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是因为现在社会底制度和分子不良，用

和平的方法改革不了，才取革命的手段。”［13］（P218）由此可见，“免除困苦之唯一根本方法，只有各地各行

的劳动都有了阶级觉悟，大家联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去组织劳动阶级的国家政府国会省议会县议会，

去解决劳动自身的困苦。贵族资本家中等社会的国家政府国会省议会县议会，决不能解决劳动界困苦，

劳动界决不可依赖他们，所可依赖的只有你们自己的劳动革命军”［13］（P286）。他的这些论述表明，通过

阶级斗争和革命手段取得政权，是用社会主义民主取代资本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主要途径。

陈独秀还指出，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必须领导人民在夺取政权后建立自己的国家，以保障人民的

民主权利。当时的第二国际和无政府主义，都从自己的国家观出发，反对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国家：第二

国际认为苏俄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只保证劳动阶级的特权，是对民主制度的破坏；无政府主义则主张

在现时代就取消一切国家，不仅对资产阶级国家持反对态度，而且对建立无产阶级国家也不赞成。陈独

秀对这些国家观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判，指出国家实际上分为两类，一类是“资本阶级的国家”，另一类

是“劳动阶级的国家”［13］（P156）；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前一类国家应当加以反对和否定，后一类国家则

必须建立和完善；“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

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13］（P163）。他由此强调：

“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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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第一需要。”［13］（P164）他的这些主张表明，在劳动阶级夺取政权后，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用以

保障人民获得的民主权利，是用社会主义民主取代资本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关键举措。

陈独秀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对于集合在“科学”和“民主”两面旗帜下的新青年们，产生了深

刻的思想影响。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深受陈独秀影响的新青年。1920年春夏之交，毛泽东由北京返回

湖南，途经上海拜会了正在主持建党工作的陈独秀，两人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陈独

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4］（P133）

1949年，当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创建新中国的时候，写下了政治哲学名篇《论人民民主专

政》，回顾和总结了近代中国民主观的变革，强调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

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探寻中国的出路，这就有了五四运动的发生和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就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中国革命，就有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

国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时的诞生。这就在中国大地上，实现了用社会主义民主取代资本主义民主，实现

了人民当家作主。他由此得出结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15］（P1480）对于人民民主专政，他作了明确的界定，认为这就是把

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这就为新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定下了基调，提供了历史的和逻辑的根据。

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百年来的理论与实践，习近平十分重视，力主弘扬，将“民主”作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2］（P53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他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理念，是对这一民主观的承继、深化和发展。他指出：“我国全过

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我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

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形

成了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构建了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2］（P531-532）

在他看来，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一个国家是否建立了民主制度、是否实行了民主政治，

关键在于是否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由此来看，我国实行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把

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统一起来，把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结合起来，把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一致起来，把

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整合起来，可以说是一种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一种最广泛、最真实、最

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这清楚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所以强

调和凸显人民至上观念，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确立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承继、深化和发展。

三、在政党观上凸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

反映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开展中，人民至上观念不仅体现在民主观上确立人民当家作主

的地位，而且体现在政党观上凸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这种政党观和民主观一样，都是

以唯物史观作为依据的。

政党在中国出现，不是古已有之的事，而是最近100多年来的事；对政党建设作出哲学意义上的深入

思考，因而在中国哲学史上形成前无古人的政党观，则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创建中国共产党过程

中开启的。发起和领导党的创建工作的李大钊和陈独秀，率先以唯物史观作为依据，从马克思主义政治

哲学层面对党的建设作了最初的思考和阐发，为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坚持人民至上而区别于近代中

国其他形形色色政党，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李大钊撰写了《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发表在1921年3月出版的《曙光》第2卷第2号上。

在文中，他对近代中国的政党和政治团体的得失成败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严肃的总结。他指出，政党在

中国出现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在欧化洗礼下先后有强学会和同盟会两个大党产生，强学会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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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是戊戌变法，同盟会的功业则是辛亥革命。然而辛亥革命后所出现的形形色色政党，却无一有成功的

建树和真正的政绩；可以说，“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捧大老之

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做出些改革事业为人民谋福利，只

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16］（P78）。对于五四运动时期出现的学生团体，他一方面有所肯定，另一方

面又严加批评，指出：“五四运动以后，学生团体发生，俨然革新运动中之惟一团体。其实学生虽有几许

热心侠气，究竟还是团体的训练不大充足，其中缺憾正多。到了现在又有‘强弩之末’的样子，令人正自

伤心无极。”［16］（P78）正是这样，李大钊提醒正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从近

代中国的政党兴衰史中吸取教训。他说：“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 派的朋友若

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

托！”［16］（P79）他所说的“C派”，即英语中的共产主义者（Communists）；所说的“C派的朋友”，指正在从事

中国共产党创建工作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他衷心地希望即将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与近

代中国其他形形色色政党划清界线，只有这样，这个党才能成为“中国彻底的大改革”的坚强领导者。他

由此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作了明确规定：“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

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16］（P79）

陈独秀撰写了《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一文，发表在1921年7月出版的《新青年》第9卷第3号上。在

文中，他明确提出在中国进行政党改造的目标，在于创建一个与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政党截然不同的无产

阶级政党，即“无产阶级的共产党”［13］（P289），并指出：“有产阶级各政党底过去的成绩，造谣、倾陷、贿卖、

假公肥私、争权夺利、颠倒是非、排斥异己，不分东方西方都在百步五十步之间。以这班狐群狗党担负政

治的责任，政治岂有不腐败之理。”［13］（P289）在他看来，中国的政党如果不彻底改造，中国现实政治的改

造是绝无希望的；而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但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真正

做到不辜负中国人民的希望，也需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也需要在历史的实践中证明自己是与旧政党的

腐败划清界线的无产阶级革命党。陈独秀指出：“我以为共产党底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上面，在理论上，

自然要好过基础建筑在有产阶级上面用金力造成的政党；但是天下事‘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旧政党

底腐败诚然是信而有征，新的共产党究竟如何，全靠自己做出证据来才能够使人相信啊！”［13］（P289）

由此可见，远在百年之前，当南陈北李在着手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时候，这些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

者就已经从人民至上观念出发，富有远见地思考如何把我们党建设成为“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建

设成为“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建设成为与其他各种政党相区别的“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使之“好过基

础建筑在有产阶级上面用金力造成的政党”，昭示了人民至上这个伟大的建党初心。今天我们所说的

“不忘初心”，也就是坚守人民至上这个伟大的建党初心。

深受南陈北李启迪而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工作的毛泽东，对这一建党初心有着直接而深切的

体会。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后，毛泽东即思考如何对这一建党初心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

概括性表达，使之易懂易记易传播，更加深入人心党心。

在党的七大召开前，毛泽东就开始着手这一工作。1944年9月，他在中央警卫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

作了重要讲演，强调“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

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7］（P1004），并进而将这些内容凝练地概括为“我

们是为人民服务的”［7］（P1004）。同年12月，他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的演说中，再次强

调：“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17］

（P243）这就提炼出“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简明而通俗、概括而具体地标示出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和

价值追求。这篇在追悼张思德会上的讲演，后来收入了《毛泽东选集》，即以“为人民服务”作为标题。

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对“为人民服务”的提法加以发挥和完善，完整地提出“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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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

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

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7］（P1094-1095）在党的七大所通过的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明确地将这一宗

旨载入总纲，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

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18］（P117）根据这一宗旨，党章对

每一个共产党员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党

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并

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决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同时以革命精

神不疲倦地去教育人民群众，启发与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18］（P117-118）这段党章阐述的内容，一连三

遍强调“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很具体地很清楚明白地阐明了共产党员应当如何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在自己的实际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努力实践党的宗旨。这样一来，经过毛泽东反复的思想锤炼，经过

党的七大形成的全党共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立党宗旨的经典表达。

习近平青年时代曾在延安地区插队务农，对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凸显“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有

着极为深切的体会。党的二十大后，他重回延安，再次谈到党在延安时期确立这一立党宗旨的伟大意

义，语重心长地指出：“延安时期，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写入党章，强调共产党‘这个

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要求党的干部‘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

的这一面’，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

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

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9］为此，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

历史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强调党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都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都取决于

人心的向背。他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

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

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2］

（P482）对于这段话，习近平十分看重，在后来的讲话中作过专门的解释，指出其中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

方面，是回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妄图把我们党同人民群众分割开来、对立起来；另一方面，是提醒

全党同志，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头脑一定要特别清醒，立场一定要特别坚

定。这清楚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所以强调和凸显人民至上

观念，又是同中国共产党在政党观中凸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紧密相关联的。

四、在认识论上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观念，人民至上观念的内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不断丰富

和深化，不仅由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民主观、政党观作出了阐明，而且由唯物史观上升到马克思主义

哲学认识论，形成“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得到了独创性的中国化阐发。这是毛泽东对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贡献，构成了他的“实践论”哲学体系的重要内容。

由于20世纪30年代唯物辩证法运动的兴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展的重心由唯物史观移向辩证

唯物主义。毛泽东在统率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敏锐地发现了这一运动所译介和阐发的辩证唯物

主义之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极端重要性，因而发奋钻研辩证唯物主义，积极讲授辩证唯物主义，提出“普及

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20］（P510），撰写出包括《实践论》和《矛盾论》在

内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在这个讲授提纲中，毛泽东依据列宁的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相统

一的思想，强调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性，强调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当时译为论理学）的统一性，指

出：“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也是一个东西。”［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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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0）这样一来，他就把中国人理解和阐发辩证唯物主义的兴奋点和着重点，由本体论而移至认识论和

方法论，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基础和内核，创立了着重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实

践论”哲学体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毛泽东在创建和开展“实践论”哲学体系过程中，先后提出了三个相关联的重要

认识论论断，展开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中国化理解和阐发。第一个重要认识论论

断，是1937年在《实践论》中提出的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发展总过程，他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

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

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22］（P296-297）第二个重要认识论论

断，是同年在《矛盾论》中提出的与《实践论》认识发展总过程相关联的认识发展辩证法过程，他指出：“这

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

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

地深化。”［22］（P310）第三个重要认识论论断，是 1943 年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提出的与《实践

论》和《矛盾论》所论述的两个认识过程相对应的群众路线，由此把唯物史观对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动力的

揭示和肯定、把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对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倡导和追求，引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

强调了人民群众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主体作用，使认识论与唯物史观、政治哲学融合为一体，他

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

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

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

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7］（P899）

这三个论断讲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但在内容上却各有侧重：第一个论断强调了马克思主

义哲学认识论的基础在于社会实践，人的认识活动依赖于社会实践，由此形成了每一个认识过程的两个

认识阶段——认识发生于实践，认识又服务于实践，可简明地概括为“实践——认识——实践”；第二个

论断进一步揭示了每一个认识过程的两个认识阶段是辩证的展开过程——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

特殊，认识发生于实践是由特殊到一般，认识又服务于实践是再由一般到特殊，可简明地概括为“特殊

——一般——特殊”；第三个论断则依据唯物史观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人民群众在认识世界

和改造世界中的主体作用，其认识活动的开展程序与前两个论断在实质上是一致的：“从群众中来”，这

是认识发生于实践，由特殊到一般；“到群众中去”，这是认识又服务于实践，再由一般到特殊；这种认识

活动中的党的领导和党所领导的人民群众的关系，可简明地概括为“群众——领导——群众”。这就从

认识论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这条群众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唯物史观和政

治哲学融会贯通起来，成为毛泽东的“实践论”哲学体系的一大特点。换言之，只有把这三个认识论论断

结合在一起理解，把“实践——认识——实践”“特殊——一般——特殊”和“群众——领导——群众”看

作是一个统一的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认识活动，才能达到对党的群众路线的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

在这三个论断中，毛泽东认为后面两个论断是对《实践论》中提出的认识发展总过程的进一步展开，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活动中尤其具有方法论意义。他告诫党的干部们：“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

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7］（P897）他进而指

出，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懂得这两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极大地妨碍了党的工作发展；因此，必须

广泛地深入地提倡这些方法论原则，以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这就是说，“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有其认识论的根据，而且在于有其方法论的意义，是

中国共产党人必备的工作方法。

为了更清楚地阐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认识论意义，毛泽东在撰写《关于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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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若干问题》几个月后，作了题为“组织起来”的著名讲话，把人民群众比作中国人智慧的化身——

诸葛亮，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在认识活动中一定要重视群众智慧、倾听群众呼声、吸取群众意见、接受群众

检验。他指出，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人们常说：“三个臭皮匠，

合成一个诸葛亮。”这个口头禅意味深刻：“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

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

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

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7］（P933）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三大工作作风，其中就有紧密联

系群众的作风，并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作为这一作风的重要内容，指出：“共产党人

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

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

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

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7］（P1095）在这里，他认为必须把是否符合人民利益、是否适合

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作为衡量党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是否正确的标准，认为共产党人之所以会出

现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其根

本的病因就在于脱离群众。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强调以是否符合人民利益、是否适合当时当地的群众要

求来检验真理，并不是在实践之外另找了一种检验真理的标准，而是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人实践的目的性

在于人民性，把“实践——认识——实践”与“群众——领导——群众”更深刻地联系起来、统一起来。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

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22］（P296）然而，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中国人民，作为认识主体

和实践主体，如何来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如何在认识活动中体现唯物史观对人民作为历史动力

的揭示和肯定、体现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对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倡导和追求，则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经典

中尚未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实践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在“实践论”哲

学体系中提出了一整套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理论，把“实践——认识——实践”“特殊——一般——特

殊”和“群众——领导——群众”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认识活动，这就为解决这个问题提

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答案。特别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打通了认识论、唯

物史观和政治哲学，凸显了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人认识活动中的重要地位，阐明

了在认识论中如何发挥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原动力作用，使人民群众的伟大智慧和首创精

神在认识论中生气勃勃地体现出来，从而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

识论途径，奠定了中国共产党赢得中国革命胜利的思想路线。由此可见，从认识论上来讲“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毛泽东留给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哲学遗产。

习近平极为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这一创造性成果。他十分强调群众路线之于中国共产党

的极端重要性，认为这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反复指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共产

党人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都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尤其重视从认识论

上来阐明群众路线。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他对于“坚持人民至上”的阐发就主要是立基于认识论，并将

认识论与唯物史观、政治哲学融合为一体，从党的理论的来源、目的和检验标准上强调：“党的理论是来

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

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

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

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1］（P16）他的这一阐发是十分深刻的，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

史观、政治哲学的结合上来加以领会，才能真正弄懂、真正把握。这清楚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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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所以强调和凸显人民至上观念，更深入地看，可以从“从群众中来，到

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中找到更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根据。

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域中阐发人民至上观念的意义

以上这些内容，将人民至上观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观念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域

中，通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百年开展中的历史观、民主观、政党观、认识论等问题论域，进行了哲学史

性质的探讨。这种探讨对于理解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坚持人民至上”，对于把握包含了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理精髓的人民至上观念，乃至对于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域中阐发人民至上观念，可以清楚看到这一观念在历史上的来源

与开展，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百年开展中，人民至上观念就像一根红线贯穿其

中，既来自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初心，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得到

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丰富和发展。“坚持人民至上”之所以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首要一点，正在于其深刻的哲学史根据。

其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域中阐发人民至上观念，可以清楚看到这一观念的哲学内涵及逻

辑结构，具有深厚的学理性。这种学理性，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通过对哲学问题逐步深

入的探讨而呈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论域，从逻辑结构上看可分为三个基本层面：最

抽象的层面是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居中的层面是文化观与历史观问题，最具体的层面是政治哲学问

题。人民至上观念是以唯物史观作为哲学基础的，首先在历史观上肯定了人民是创造人类社会、推动历

史前进的根本力量；由此进一步落脚到政治哲学问题，提出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观，形成以“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为立党宗旨的政党观；再则更进而提升为认识论问题，将“实践——认识——实践”“特殊

——一般——特殊”和“群众——领导——群众”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认识活动，从而在

认识论上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唯物史观和政治

哲学贯通起来。因此，人民至上观念包含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理精髓。“坚持人民至上”

之所以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首要一点，正是以这种深厚的学

理性为其内核的。

再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域中阐发人民至上观念，可以清楚看到这一观念经历了历史岁月

的检验，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哲学观念的合理性，往往不是经过一两次或三四次实践检验就可以判断

的，而需要经过历史岁月中无数次实践检验才能够判断。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百年开展的宝贵

结晶，人民至上观念经过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伟大实践的反复检验，由此昭显出自己的合理性，这是

一种历史的合理性。“坚持人民至上”之所以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的首要一点，正因其具有这种历史的合理性。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域中阐发人民至上观念，能够收到以史为鉴的积极效果。面对哲

学史这面镜子，我们可以对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坚持人民至上”作出深入而准确的理解，由此把握马

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和本质属性，进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

会和掌握中国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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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 of People First in the Adaption of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Li Weiwu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o gain a deep and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of the "people 

first" emphasized in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view the concep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daption of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explore it as 

in the study of the properties of history of philosophy. Through the century long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the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 and 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concept of people first can be 

clearly seen: the power of the people to create history is found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historical view; the 

position of the people as masters of the country is establish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mocratic view; 

CPC's fundamental purpose of "serving the people wholeheartedly" is highlighted in its ideals and convic‐

tions, and the mass line of "from the people, to the people" is proposed in epistemology. This indicates that 

this concept has a strong sense of history, profound academic rationality, and historical rationality.

Key words people first; Adaption of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Li Dazhao; Chen Duxiu; Mao 

Zedong; Xi Jin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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